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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锯齿放电是托卡马克实验中的一种重要放电形式.本文基于 HL-2A 抛物

线型电流剖面欧姆放电实验,利用 EFIT 平衡代码和 GATO 稳定性代码，通过模

拟扫描分析不同的轴安全因子(𝑞0)和不同极向比压(𝛽𝑝)时的磁流体力学(MHD)

平衡及其稳定性,研究了锯齿振荡放电中扭曲模的演化.结果表明,锯齿静止

(quiescent)期间,圆截面等离子体的𝑞0一般位于0.6 − 0.8之间,偏滤器等离子体的

𝑞0略小于1,锯齿崩溃时𝑞0弛豫至略高于 1.当𝑞0 < 1时,等离子体中会出现𝑚 =

1/𝑛 = 1内扭曲模.当𝛽𝑝 > 0.3时,模是不稳定的.随着𝛽𝑝的增大,不稳定性持续发

展,当𝛽𝑝较高时,扭曲不稳定性的发展导致内破裂,引发锯齿崩塌.研究表明判断

运行𝛽极限需以𝑞0 ≳ 1时的扭曲模𝛽极限为准.锯齿放电的运行𝛽极限比非锯齿放

电的高.本文揭示了锯齿振荡在装置运行𝛽极限预测中的应用和意义,表明锯齿

放电是包括 ITER 在内的现代托卡马克的一种理想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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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锯齿是在所有托卡马克中的各种运行场景下都能观察到的弛豫振荡,是磁

约束等离子体中常见的一类宏观不稳定性[1].锯齿在燃烧等离子体方面可以起到

有益的作用,例如从中心排出氦灰和钨[2].锯齿还可以触发低约束模(L 模) 到高

约束模(H 模) 的转换 [3,4].但是,锯齿崩塌产生的扭曲模共振输运和相空间再分

配可以驱动强烈的快离子输运[5], 锯齿崩塌前的内部扭曲增长阶段会产生大量

的快离子损失.大振幅锯齿崩塌不仅会降低托卡马克的约束,还会触发相邻共振

磁面中的新经典撕裂模
[6]
,而小振幅锯齿崩塌被认为能够防止聚变反应堆中的杂

质积聚[7].特别是对于ITER来说,聚变产生的α粒子可能会导致非常长的锯齿周

期[8].在聚变反应中,需要抑制大锯齿带来的坏处而保留频繁出现的小锯齿的好

处.因此,锯齿振荡控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9,10],使得对锯齿行为的详细物理

理解变得至关重要. 

对于锯齿形成机制,先后提出了一些研究模型,包括Kadomtsev模型[11,12]、准

交换(quasi-interchange)模型[13]、随机磁场模型[14]、刚性位移和准交换流(quasi-

interchange flow)模型[15]、不完全弛豫模型[16]和泰勒弛豫模型[17]. 上述模型从不

同物理角度解释了锯齿崩塌的原理. 这些模型基于各自的物理出发点或实验假

设条件,可能不适用于特定情况或不能解释锯齿振荡中某些方面的物理机制.例

如,准交换模型考虑的电阻率可能高于真实托卡马克.应用最广的 Kadomtsev模

型认为,锯齿破裂是由于在𝑞 = 1的奇异面处,撕裂模不稳定性的发展导致螺旋磁

场快速重联而引起的.但是, Kadomtsev模型没有给出锯齿破裂的触发条件及锯

齿振荡周期的机制. 锯齿崩塌前后常伴有𝑚 = 1/𝑛 = 1 撕裂模的先兆振荡和后

兆振荡,其中m和n分别是极向和环向模数.其激发机制复杂,需要进一步的实验

研究
[18]
.锯齿放电中也会出现𝑚 = 1/𝑛 = 1内扭曲模.扭曲模和锯齿崩塌都是聚

变等离子体中常见的磁流体力学(MHD)不稳定性.通常, 扭曲模(包括外扭曲模)

和锯齿崩塌这两种不稳定性可能共存,内扭曲模是锯齿崩塌的前兆.两次锯齿崩

塌之间的静止(quiescent)期会出现缓慢增长的扭曲模,这些扭曲模在每次崩塌前

饱和[19].已经有一些文献[4,20,21]基于实验研究了扭曲模在锯齿放电中的作用,推测

锯齿崩塌是由𝑚 = 1/𝑛 = 1扭曲模的非线性演化引发的. 我们通过理论模拟手

段来论证上述现象和结果,即利用基于实验参数的模拟来研究扭曲模演化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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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兆锯齿振荡的影响. 

另外,锯齿不稳定性理论强烈依赖于磁轴上的安全因子(𝑞0)值以及安全因子

𝑞分布的细节.在锯齿崩塌及其控制的研究中常常涉及𝑞0演化与𝑞剖面的确定[22-24].

在对锯齿崩塌后𝑞0值的测量实验中,得到了不同的结果[25-27].这些实验结果可能

与等离子体位形有关,这需要得到理论上的确认.我们将从实验模拟的角度,探讨

HL-2A 锯齿不稳定性期间𝑞0的演变带给扭曲不稳定性和锯齿崩塌的影响. 

锯齿放电在各种位形等离子体里都可实现[20,21,28],基本原理相同或类似.由于

等离子体圆截面位形最简单,最有代表性,因此我们将重点研究圆截面位形等离

子体锯齿放电的性质,辅以非圆截面位形等离子体部分案例,力图给出托卡马克

等离子体锯齿放电的基本的共同性质及其物理机制.在国内装置中,以 HL-2A 装

置进行的圆和近圆截面位形锯齿放电实验最多、数据最全、最有代表性[29].文献

[30]初步研究了 HL-2A 装置近圆的偏滤器位形中𝑞0~1的锯齿放电,主要涉及多𝑛

扭曲模在宏观不稳定性中的角色定位.本文扩展研究𝑞0和𝛽𝑝在宽范围变化的锯齿

放电,涉及 HL-2A 上的两种位形.本研究从理论模拟方面证实了实验上的一些重

要现象,例如对𝑞0演化的研究揭示了在锯齿静止期间,圆截面等离子体的𝑞0位于

0.6 − 0.8之间,偏滤器等离子体的𝑞0位于略小 1区间,锯齿波崩溃时弛豫至略高于

1.锯齿放电相较于𝑞0 ≫ 1的非锯齿放电能达到的最大运行𝛽相对更高.通过对比

分析锯齿放电与非锯齿放电条件下的装置运行𝛽极限,揭示了锯齿振荡在装置运

行𝛽极限预测中的应用和意义。ITER等先进托卡马克装置倾向于使大多数放电运

行在锯齿放电参数区间[31-34],因为可以得到更大的聚变增益,本文从装置能达到

的最大运行𝛽方面来理解和解释了其中的一个原因. 

2 MHD 平衡计算与参数剖面 

本项研究选择了具有典型等离子体参数的有代表性的放电作为研究基础.

选取的HL-2A装置第9492炮孔栏位形放电和16074炮偏滤器位形放电。9492炮等

离子体参数为：等离子体电流𝐼𝑝 = 155 KA,环形磁场𝐵𝑡 = 1.24 T,欧姆电流𝐼𝑜ℎ =

19 kA; 16074炮等离子体参数为： 𝐼𝑝 = 170 KA, 𝐵𝑡 = 1.39 T,欧姆电流𝐼𝑜ℎ = 23 

kA。等离子体大半径和小半径分别为𝑅0 ≈ 1.65 m和𝑎 ≈ 0.4 m. 



 

4 

 

通过求解Grad-Shafranov方程 [35]进行平衡重建和平衡计算.在柱坐标系

(𝑅, 𝜑, 𝑍)中,数值求解关于极向通量𝜓的自由边界轴对称平衡方程： 

𝑅
𝜕

𝜕𝑅
(

1

𝑅

𝜕𝜓

𝜕𝑅
) +

𝜕2𝜓

𝜕𝑍2
= −𝜇0𝑅𝑗𝜙,       (1) 

𝑗𝜙 = 𝑅
𝑑𝑃

𝑑𝜓
+

1

𝜇0𝑅
𝐹

𝑑𝐹

𝑑𝜓
.                             (2) 

式中,𝜓是归一化极向磁通量,𝑗𝜙是环向电流密度,𝜇0是真空中的磁导率.式中含

有两个自由函数𝑃′(𝜓)和(𝐹2(𝜓))′ (= 2𝐹
𝑑𝐹

𝑑𝜓
),定义为： 

𝑃′(𝜓) = ∑ 𝛼𝑛𝜓𝑛𝑛𝑝

𝑛=0 ,             (3) 

(𝐹2(𝜓))′ = ∑ 𝛽𝑚𝜓𝑚𝑛𝐹
𝑚=0 .                     (4) 

式中,𝛼𝑛和𝛽𝑚是两个多项式函数的系数.在实际处理中,电流密度分布建模为以

下形式, 

𝑗𝜙 = 𝑗0 [𝛽𝑝
0 𝑅

𝑅0
+ (1 − 𝛽𝑝

0)
𝑅0

𝑅
] (𝑎 + 𝑏𝜓),                  (5) 

其中,𝑅0是磁轴处的大半径,𝑗0是初始电流,𝑎和𝑏是非零常数.𝛽𝑝
0是极向𝛽的

初值. 一旦给定了基于真实实验中的典型放电的等离子体参数,包括等离子体

电流𝐼𝑝、环向磁场𝐵𝑡、极向场线圈电流测量值, 然后给定固定的𝑞0值并给出𝛽p
0,

则当限定生成如式(5)所示形式的抛物型电流剖面时,即可由EFIT进行平衡计算

生成想要的平衡. EFIT算法是个循环的过程，第一步需要假设初始等离子体电

流分布𝑗𝜙
(0)

, 并取𝑛 = 1；第二步是计算边界处的磁通值，作为边界条件；第三步

是求解Grad-Shafranov方程，得到各网格点处的极向磁通量𝜓(𝑛+1)，并确定等离

子体边界、磁轴及X点；再用迭代法求解最小二乘问题，确定相关参数；最后一

步是计算等离子体电流密度分布𝑗𝜙
(𝑛+1)

。算法在第二步到最后一步之间循环（每

循环一轮都使𝑛加1），直到得到收敛值。注意,以生成与等离子体参数和实测信

号自洽的平衡位形为目标,电流剖面优化是在给定条件下由EFIT代码自动完成

的,而且只有基于上述一系列合理的（真实的）实验参数,这种优化才能正常地实

现并得到与实验一致或可实现的平衡. 

图1(a)-(c)分别显示HL-2A装置9492炮孔栏位形放电实验轴安全因子为

𝑞0 = 0.8时的不同𝛽𝑝参数下的安全因子剖面、压强剖面和电流密度剖面.安全因

子分布主要受其边缘值q95的影响.q95的减小导致𝑞 = 1磁面向外移动,等离子

体中心的𝑞剖面变平.𝛽𝑝对参数剖面有显著影响.随着𝛽𝑝的增加,安全因子剖面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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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心磁剪切变小,压强剖面持续变尖,电流剖面变宽. 在理想的情况下,固定

𝑞0值时,极向比压的增加,伴随着𝑞 = 1磁面向外移动.图1(d)-(f)显示𝛽𝑝 = 0.8

时不同𝑞0参数下的平衡剖面.图1(d)显示,在等离子体芯部区域的q剖面较平坦,

磁剪切大小取决于轴安全因子𝑞0. 𝑞0增大时,磁剪切有减小的趋势,因为边缘处的

安全因子𝑞𝑎基本相同.只有𝑞0 = 1.05时是个例外.当𝑞0 = 1.05时,芯部磁剪切值

小,𝑞𝑎却是最高的.这与𝑞0 = 1.05可以稳定𝑚 = 1/𝑛 = 1内扭曲模的性质有关.图

1(e)和(f)表明压强剖面与电流密度剖面基本上同步变化,即当𝑞0减小时,这两

种剖面都有变尖的趋势,而且电流更加趋心. 

   
   

 

图 1 HL-2A 第 9492 炮放电中,固定参数𝑞0 = 0.8 (a,b,c)和𝛽𝑝 = 0.8 (d,e,f)时的参数剖面,(a,d) 
安全因子剖面,(b,e) 压强剖面,(c,f) 电流密度剖面.其中𝑅为大半径,𝜌为归一化小半径. 

Figure 1. At 𝑞0 = 0.8 and for different 𝛽𝑝 in limiter discharge #9492, (a) safety factor (𝑞), (b) 
equilibrium pressure, and (c) current density profiles; and at 𝛽𝑝 = 0.8 and for different 𝑞0 in 
limiter discharge #9492, (d) safety factor (𝑞 ), (e) equilibrium pressure, and (f) current density 
profiles. Here, 𝑅 and 𝜌 represent major and normalized minor radii, respectively.  

基于所构建的平衡,使用 GATO 代码[36]来计算不同环向模数(𝑛)下扭曲模的

稳定性.增长率𝛾按极向 Alfvén 频率𝜔𝐴 = [𝐵0
2 𝜇0𝜌⁄ 𝑅0

2𝑞0
2]1 2⁄ 进行归一化,得到特

征值𝜆 (≡ (𝑖𝛾)2 𝜔𝐴
2⁄ ).式中,𝜌表示质量密度.为了避免与瞬态平衡变化混淆,本研

究侧重于研究最快增长的不稳定性（即研究最大增长率情况）.如果|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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𝛾2 𝜔𝐴
2 > 10−4⁄ ,则平衡是不稳定的；如果|𝜆| ≤ 10−5,则认为平衡是稳定的.如果

10−5 < |𝜆| ≤ 10−4,则需要检查模结构以确定稳定性；即,如果模具有高度局部化

的结构,则平衡是稳定的；否则,平衡被认为是不稳定的. 

3 扭曲不稳定性 

HL-2A 孔栏位形和偏滤器位形锯齿放电的基本特征如图 2所示.该图显示了

这两种放电在𝑞0 = 0.95和1.05时的稳定性计算结果.从特征值𝜆来看,当𝑞0 =

0.95时,两种放电等离子体都是不稳定的（都有|𝜆| > 10−4）；而当𝑞0 = 1.05时,这

两类等离子体都是稳定的（都有|𝜆| < 10−5）.这是锯齿放电的典型特征. 

𝜆 = −0.5510 × 10−3        𝜆 = −0.4451 × 10−3    

(a)    (c) 

𝜆 = −0.4845 × 10−7       𝜆 = −0.4805 × 10−7       

(b)   (d) 

图 2 HL-2A 孔栏位形(a,b)和偏滤器位形(c,d)锯齿放电典型位形锯齿放电过程中等离子体稳

定性, 参数如下: (a,c) 𝑞0 = 0.95, (b,d) 𝑞0 = 1.05.  

Figure 2. MHD stabilities of the plasmas in HL-2A limiter, divertor and HL-3 typical sawtooth 
discharges with the parameters: (a,c) 𝑞0 = 0.95, (b,d) 𝑞0 = 1.05. 

3.1 𝜷效应对扭曲模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研究孔栏位形(图 3-6)和偏滤器位形(图 7)锯齿放电中的扭曲模

变化。图 3 显示了低𝑞0 (= 0.6)时,在不同𝛽𝑝处等离子体扰动在极向截面的投影

及模的傅里叶分解图.一般来说,𝑞0 < 1时,(1,1)内扭曲模总是不稳定的.但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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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当𝛽𝑝低至 0.1 时,即使𝑞0 = 0.6 ≪ 1,等离子体归一化增长率的平方值𝜆 <

10−5,表明等离子体处于稳定状态.此时,𝛽𝑡 = 0.037%,归一化比压𝛽𝑁
𝑐 = 0.12.所

以,当𝛽很低时,内扭曲模也可以稳定化.当𝛽𝑝 > 0.3时,内扭曲模变得不稳定.且

随𝛽𝑝的增加,线性增长率逐步增大,不稳定性强度随𝛽的增大而增加.从图

3(b),(d),(f)和(h)来看,不同𝛽𝑝时模的结构基本相同,都是以(1,1)内扭曲模为

最强的谐波,但随𝛽𝑝的增长,(2,1)模以及其他更高 m的谐波强度逐渐增大起来,表

明随𝛽的增加,外扭曲不稳定性逐渐增强. 

𝜆 = −0.7392 × 10−5     𝜆 = −0.3195 × 10−4 𝜆 = −0.2144 × 10−3  𝜆 = −0.9960 × 10−3 

(a) (c) (e) (g) 

 

图 3. 9492炮放电中的𝛽效应对扭曲模的影响。参数为𝑞0 = 0.6, 𝛽𝑝 = 0.1 (a,b), 0.3 (c,d), 

0.8 (e,f)和1.3 (g,h). 图中的Re(X)指等离子体径向扰动位移的实部. 下同. 

Figure 3. 𝛽 effects on kink modes in discharge #9492. The parameters are 𝑞0 = 0.6 and 𝛽𝑝 =

0.1 (a,b), 0.3 (c,d), 0.8 (e,f)和1.3 (g,h). Re(X) in the figures represent the real part of radial 
perturbation displacement of the plasma. 

3.2 𝒒𝟎效应对内扭曲模的影响 

图 4 和图 5 显示了在固定的𝛽𝑝、不同的𝑞0处等离子体的稳定性状态,综合展

示了在具有较小和较大𝛽情况下,𝑞0对等离子体不稳定性的影响.首先,图 4 表明

当𝛽较低（如𝛽𝑝 = 0.3）时,𝑞0 < 1 (包括图中所示𝑞0 = 0.8和0.95)时等离子体都

是不稳定的,主导不稳定性的是(1,1)内扭曲模.当𝑞0提高到大于1时,(1,1)模被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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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化了,等离子体变成稳定的了. 

𝜆 = −0.1376 × 10−4     𝜆 = −0.1204 × 10−3 𝜆 = −0.4633 × 10−7  𝜆 = −0.6379 × 10−7 

(a)  (c) (e) (g) 

 

图 4. 𝑞0变化对内扭曲模的影响.参数为𝛽𝑝 = 0.3, 𝑞0 = 0.8 (a,b), 0.95 (c,d), 1.05 (e,f)和1.25 

(g,h). 

Figure 4. 𝑞0 effects on internal kink modes. The parameters are 𝛽𝑝 = 0.3 and 𝑞0 = 0.8 (a,b), 

0.95 (c,d), 1.05 (e,f)和1.25 (g,h). 

比较图 4(a)和 4(c),我们发现当𝑞0 < 1时,在低𝛽运行模式下,𝑞0的进一步降

低,不但不会增加不稳定性强度,增长率反而有所降低.在锯齿崩塌前,放电倾向

于运行在𝑞0 = 0.6 − 0.8区间,而不是运行在𝑞0稍小于1比如𝑞0 = 0.95的参数空间,

因为在此区间等离子体比𝑞0 = 0.95时更稳定.有趣的是，在早前一些实验中（例

如，参见文献[24]）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总之,导致锯齿不稳定的内部扭曲模要求𝑞0 < 1,将𝑞0增加到1以上通常会抑

制这种模.虽然在较高𝑞0下降低磁剪切会影响其他 MHD 稳定性方面,但当抛物线

电流分布中𝑞0增加时,整体扭曲驱动会降低.𝑞0刚大于1,磁剪切高于高𝑞0,利于其

他 MHD 稳定性,特别是驱动扭曲不稳定性的临界𝛽是最高的. 

当𝛽很高时,情况会发生一些变化.当接近𝛽极限时,𝑞0稍大于 1时等离子体才

是稳定的,𝑞0低于1时或𝑞0高于1较多时,都不稳定.如图 5所示,当𝛽达到稳定性阈

值(𝛽𝑝 = 1.8)后,则只有𝑞0稍高于1的情况下等离子体是稳定的,而在其他𝑞0（包

括𝑞0 < 1和𝑞0超过1较多）时,等离子体都是不稳定的.当𝑞0 < 1时,最不稳定的谐

波的是(𝑚, 𝑛) = (1,1)内模；当𝑞0 > 1时,最不稳定的谐波是(2,1)模等外模,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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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𝑚谐波强度也都相当高.因此,锯齿放电需要在𝛽低于扭曲模极限的范围内进行.

另外,比较𝑞0 = 1.05 (图 5(e))和𝑞0 = 1.25 (图 5(g)),当𝑞0 > 1时,相对低的𝑞0

有助于外扭曲不稳定性增长率的降低.即当𝑞0 > 1的情况下,𝑞0越低时,驱动外扭

曲不稳定的𝛽阈值越低. 

𝜆 = −0.2317 × 10−2     𝜆 = −0.1111 × 10−2 𝜆 = −0.1878 × 10−5  𝜆 = −0.6081 × 10−3 

 (a)  (c)  (e) (g) 

 

图 5. 𝑞0变化对内扭曲模的影响.参数为𝛽𝑝 = 1.8, 𝑞0 = 0.8 (a,b), 0.95 (c,d), 1.05 (e,f)和

1.25 (g,h). 

Figure 5. 𝑞0 effects on internal kink modes. The parameters 𝛽𝑝 = 1.8 and 𝑞0 = 0.8 (a,b), 0.95 

(c,d), 1.05 (e,f)和1.25 (g,h). 

比较图 5和图 4,当𝛽𝑝高时,𝑞0 < 1时等离子体不稳定性显著高于𝛽𝑝低的时候,

即在𝛽较高时,(1,1)内扭曲不稳定性的发展可能引起内破裂,导致锯齿崩塌,𝑞0变

为大于 1,内扭曲模被稳定化.但随着加热的持续进行,芯部电子温度升高,电流

密度增加,电流剖面再次变尖,使𝑞0又下降到低于1,内扭曲模重新变得不稳定,随

着内扭曲不稳定性的发展,出现新一轮内破裂.但是,只要𝛽没有超过运行𝛽极限,

等离子体就不会发性大破裂,放电可以持续下去. 

3.3 高𝒏扭曲模 

F. Porcelli 提出的锯齿振荡周期理论指出,可以通过改变不稳定性阈值来修

改锯齿振荡行为[16].只有当锯齿崩塌的前兆是𝑚 = 1/𝑛 = 1模时,Porcelli 的理论

才有效.然而,Wang 等
[23]

和 Li 等[37]
发现,当初始𝑞分布为非单调时,锯齿崩塌的前

兆具有高𝑛,而不是𝑚 = 1/𝑛 = 1扭曲模；在锯齿崩塌之前,形成了多个磁通量管.

在非线性阶段,主模态通过模态耦合从较高的𝑛过渡到𝑛 = 1,最终的压力崩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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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1)模态主导.但本文研究的𝑞分布是单调的.为跟上述非单调𝑞分布的结果进

行对比,这里我们将核实单调𝑞分布下高𝑛模相对于𝑛 = 1模在宏观不稳定性中的

重要程度.图 6 和图 7 分别展示了较低𝑞0和较高𝑞0时的多𝑛扭曲模,结果表明了

𝑛 = 1扭曲模在锯齿放电中的主导地位.当𝑞0 = 0.8时,𝑛 = 1模的增长率特征值绝

对值|𝜆| > 10−5,是不稳定的，如图 4(a)所示.此外,如图 6所示，𝑛 = 2模的特征

值绝对值|𝜆| < 10−5,是稳定的.𝑛 = 3模的增长率特征值绝对值|𝜆|虽然大于10−5,

但图6(d)显示其模结构高度局域化,等离子体事实上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在低𝑞0

且𝛽低的情况下,只有𝑛 = 1模可能不稳定,𝑛 > 1模都是稳定的. 

           𝜆 = −0.8594 × 10−5           𝜆 = −0.7171 × 10−4 

(a)   (c) 

  

图 6. 扭曲不稳定性随𝑛的变化. 参数为𝑞0 = 0.8, 𝛽𝑝 = 0.3, (a,b) 𝑛 = 2, (c,d) 𝑛 = 3. 

Figure 6. Variation of kink instability against 𝑛. The parameters as 𝑞0 = 0.8 and 𝛽𝑝 = 0.3, (a,b) 

𝑛 = 2, (c,d) 𝑛 = 3 kink modes.  

当𝑞0 > 1时,只有在𝛽𝑝较高时模才可能不稳定.图 7 展示了𝑞0 = 1.25且𝛽𝑝 =

1.71时多𝑛扭曲模的情况.𝑛 = 1模增长率特征值|𝜆| < 10−5,模是稳定的.𝑛 = 3模

的模结构是高度局域化的,等离子体事实上是稳定的.𝑛 > 4模的扰动量在正负值

之间骤然跳变,属于数值解,等离子体事实上也是稳定的.只有𝑛 = 2模比较特殊,

其特征值|𝜆| > 10−5,且模结构（图 7(d)）局域性不强,表明这支模可能是不稳定

的.事实上,在有的装置如 JET 的部分放电[38]中,就观察到𝑛 = 2扭曲模占主导地

位.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果𝑛 = 2处于弱不稳定状态,等离子体仍可保持临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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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𝑛 = 1模仍是占主导的,下面将对此进行分析. 

𝜆 = −0.7296 × 10−5     𝜆 = −0.3564 × 10−4 𝜆 = −0.3122 × 10−3  𝜆 = −0.1345 × 10−2 

(a) (c)  (e) (g) 

 

图 7. 第 16074 炮放电中扭曲不稳定性随𝑛的变化. 参数为𝑞0 = 1.25, 𝛽𝑝 = 1.71, (a,b) 𝑛 = 1, 
(c,d) 𝑛 = 2, (e,f) 𝑛 = 3, (g,h) 𝑛 = 4. 

Figure 7. Variation of kink instability against 𝑛 in discharge #16074. with the parameters as 𝑞0 =

1.25 and 𝛽𝑝 = 1.71, (a,b) 𝑛 = 1, (c,d) 𝑛 = 2, (e,f) 𝑛 = 3, (g,h) 𝑛 = 4 kink modes. 

图 6 和图 7 说明,𝑛 = 1模稳定时,其他高 n 模一般情况下都是稳定的,但特

殊情况下𝑛 = 2模可能不稳定,但它基本上都属于𝑛 = 1模占主导的弱不稳定模,

不影响等离子体的整体稳定性.总之,在锯齿放电中,𝑛 = 1扭曲模是占主导地位

的,这是计算锯齿放电下运行𝛽极限的物理基础.随着𝑛的增加,具有显著扰动振

幅的谐波的极向模数𝑚也增加,模的谐波波长变短,模结构越来越局部化.物理上

[30],𝑛 = 1模占主导地位是因为长波扰动决定了扭曲不稳定性.高𝑛模的线性增长

率与该模是否在等离子体中占主导地位并没有直接关系.随着𝑛的增加,扰动波长

迅速减小,模增长率虽有增加,但其对宏观不稳定性的影响被一些物理效应所削

弱,包括高𝑛模具有更短的扰动波长、模结构局域化程度更高、起决定作用的𝑚谐

波的极向模数值𝑚更高,这样的谐波对全局不稳定性的贡献较低.此外,高𝑛模波

长较短,短波发生非线性饱和的速度更快,这也是高𝑛模不如低𝑛模对宏观不稳定

性的影响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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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a)电感𝑙𝑖和(b) 𝑛 = 1扭曲极限随𝑞0的变化,蓝色线和红色线分别表示孔栏位形放电和

偏滤器位形放电. 

Figure 8. (a) Inductance 𝑙𝑖 and (b) achievable maximum 𝛽𝑁 (𝛽𝑁
𝑐 ) limited by 𝑛 = 1 kink mode 

versus 𝑞0  in limiter (shown by blue lines) and divertor (shown by red lines) discharges. Each 
parameter takes its value for marginal stability of the modes, the blue and red lines represent the 
limiter and divertor cases, respectively.  

3.4 𝒏 = 𝟏扭曲𝜷极限 

根据上面的分析,表明锯齿放电的运行𝛽极限可以以𝑛 = 1扭曲模𝛽极限为判

定标准.图 8 显示了在孔栏位形放电和偏滤器位形放电中𝑛 = 1模临界稳定时的

电感𝑙𝑖和扭曲极限𝛽𝑁
𝑐随𝑞0的变化.如图 8(a)所示,为了在最大𝛽下实现稳定的放

电,𝑞0越大,所需的内部电感𝑙𝑖就越小. 𝑙𝑖值随着𝑞0的增加而单调减小,表明𝑙𝑖和𝑞0

之间呈线性关系.在孔栏位形放电中,𝑙𝑖和𝑞0之间的关系为𝑙𝑖 ≡ 𝑦𝑙𝑖
= −0.25𝑞0 +

1.32.随着𝑞0的增加,可以通过减小𝑙𝑖来提高扭曲模的稳定性,这会增加等离子体

边缘区域附近的剪切力,从而提高稳定性.同样,典型偏滤器位形放电器中𝑙𝑖和𝑞0

之间关系的表达式为𝑙𝑖 ≡ 𝑦𝑙𝑖
= −0.28𝑞0 + 1.42.两种情况下的𝑙𝑖值大小相似,偏滤

器情况略高于孔栏情况.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运行𝛽极限(𝛽𝑁
𝑐 )随𝑞0的变化.如图

8(b)所示, 𝛽𝑁
𝑐 随着𝑞0的增加单调递减,最终分别达到最低值~1.9和~1.6. 𝛽𝑁

𝑐和𝑞0

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也就是说,对于孔栏位形放电,𝛽𝑁
𝑐和𝑞0之间的关系为,𝛽𝑁

𝑐 ≡

𝑦𝛽𝑁
𝑐 = −1.7𝑞0 + 4；对于偏滤器位形放电,𝛽𝑁

𝑐 ≡ 𝑦𝛽𝑁
𝑐 = −1.45𝑞0 + 4.07.这表明偏

滤器情况下的𝛽𝑁
𝑐总体上略高,随着𝑞0的增加,𝛽𝑁

𝑐的降低速度比孔栏情况下的要慢,

这是偏滤器位形放电的优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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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讨论  

表 1 基于 HL-2A 第 9492 炮(孔栏位形)放电计算的不同𝑞0和不同𝛽𝑝参数下的稳定性特征值

|𝜆|(单位：10−5) 

Table 1. Stability eigenvalues |𝜆|  calculated based on HL-2A (limiter) discharge #9492 for 
different 𝑞0 and different 𝛽𝑝 (Unit of eigenvalue: 10−5 ). 

𝛽𝑝 0.1 0.3 0.8 1.3 1.8 2.0 
𝑞0 = 0.6 0.7392 3.196 21.44 99.6 258.4 365.2 
𝑞0 = 0.8 2.671 1.376 16.05 90.52 231.7 361.3 

𝑞0 = 0.95 1.874 12.04 51.10 69.87 111.1 192.4 
𝑞0 = 1.05 0.0044 0.0046 0.0048 0.0049 0.1878 47.15 
𝑞0 = 1.25 0.0061 0.0064 0.0066 0.0065 60.81 211.3 

表 2 基于 HL-2A 第 16074 炮(偏滤器位形)放电计算的不同𝑞0和不同𝛽𝑝参数下的稳定性特征

值|𝜆| (单位：10−5) 

Table 2. Stability eigenvalues |𝜆|  calculated based on HL-2A (divertor) discharge #16074 for 
different 𝑞0 and different 𝛽𝑝 (Unit of eigenvalue: 10−5 ). 

𝛽𝑝 0.1 0.3 0.8 1.3 1.85 2.0 
𝑞0 = 0.6 0.0432 3.505 22.53 95.19 283.7 342.9 
𝑞0 = 0.8 3.769 6.536 16.56 81.08 255.7 331.8 

𝑞0 = 0.95 4.925 4.646 5.802 44.51 111.5 153.3 
𝑞0 = 1.05 0.0045 0.0048 0.0048 0.0048 0.2024 30.70 
𝑞0 = 1.25 0.0638 0.0064 0.0067 0.0067 27.50 125.3 

基于9492炮孔栏位形放电和16704炮偏滤器位形放电参数计算的不同𝑞0和

不同𝛽𝑝参数下的扭曲模增长率特征值分别如表1和表2所示.从表中特征值判断,

当𝛽𝑝 = 0.1时,𝑞0 = 0.6参数下的等离子体是完全稳定的.当𝛽𝑝 = 0.1, 𝑞0 ≤ 0.95

或𝛽𝑝 = 0.3, 𝑞0 ≤ 0.8时,等离子体是临界稳定的.当𝛽𝑝 ≤ 1时,对圆截面等离子

体,𝑞0介于0.6 − 0.8之间时的特征值远小于𝑞0 = 0.95时的值,说明在低𝛽时锯齿静

止期(要求𝑞0 < 1)放电更倾向于运行在𝑞0 = 0.6 − 0.8区间；对于偏滤器等离子

体,𝑞0 < 1时,𝑞0越接近于1,特征值越大,说明在锯齿静止期放电更倾向于运行在

𝑞0低于1但接近于1的区域.当𝛽𝑝 = 1.8时,孔栏位形放电达到运行𝛽𝑝极限；当𝛽𝑝 =

1.85时,偏滤器位形放电达到运行𝛽𝑝极限.比压极限的计算方法可参见文献[39].

根据上述结果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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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锯齿放电中𝑞0变化是个动态的过程 

托卡马克等离子体中的锯齿不稳定性导致围绕磁轴的等离子体发生规则的

周期性重组.锯齿循环包括一个静止期,在此期间等离子体密度和温度增加,随后

是螺旋磁扰动的增长,接着是中心密度和温度的快速崩溃[1].对锯齿不稳定性期

间𝑞0变化的模拟分析表明,弛豫的边界是𝑞 = 1磁面.在锯齿静止期,圆截面等离

子体的𝑞0一般在 0.6-0.8 之间,偏滤器等离子体的𝑞0倾向于处于略小于1的区间；

当锯齿周期增加时,𝑞0弛豫回到略低于1.在锯齿崩溃时,𝑞0弛豫回到1左右及以上

的值.锯齿崩塌前会出现的1/1内扭曲不稳定性.表1和表2表明,当𝛽𝑝低(𝛽𝑝 < 1)

时,𝑞0 ≪ 1比𝑞0 ≲ 1的等离子体不稳定性更弱.另一方面,当𝛽𝑝高时(如𝛽𝑝 ≥

1.3),𝑞0 ≲ 1与𝑞0 ≫ 1时的等离子体不稳定性更弱.当𝛽𝑝高于运行𝛽极限𝛽𝑁
𝑐 ,即当

孔栏位形放电中𝛽𝑝 > 1.8,偏滤器位形放电中的𝛽𝑝 > 1.85时,𝑞0 > 1的等离子体

中外扭曲模将发展起来,并成为主导不稳定性的模式,等离子体将可能迎来大破

裂的发生. 

我们重点看圆截面等离子体的情况,稳定性计算结果如图 4和 5及表 1所示.

随欧姆加热的进行,电子温度上升,电流聚芯,电流密度剖面峰化程度增高,引起

𝑞0下降,当𝑞0下降到低于1时,出现内扭曲模不稳定性.在锯齿崩塌之前,电流密度

剖面会持续变尖,𝑞0会持续降低,降低到𝑞0 = 0.6 − 0.8,在此参数下等离子体处于

临界稳定状态下,增长率相对较低,此状态相较𝑞0~0.95（即𝑞0稍低于1）更易维持,

不过,在𝛽𝑝 ≳ 0.3时,内扭曲模仍处于低增长率的不稳定状态,随着不稳定性的持

续发展,等离子体会出现内破裂,引起锯齿崩塌.锯齿崩塌后能量向外输运,电子

温度大幅降低,压强剖面变平,电流密度剖面也变平,引起𝑞0升高到稍大于1,内扭

曲模被稳定化,等离子体进入稳定状态. 

实验上,采取抑制锯齿的措施如辅助加热后,内扭曲导致等离子体局域扰动,

引起压强与电流重分布,压强变平抑制气球模；而电流变平,𝑞0 > 1,内扭曲被抑

制;然后随着放电的继续进行,中心温度升高,电流又开始变尖,使𝑞0降低,𝑞0 < 1

时又驱动内扭曲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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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𝛽变化的影响 

表 1和表 2还显示了锯齿振荡过程中𝛽的变化.在相同参数下,𝛽越大,扭曲模

增长率越高,模结构越全域化.随着加热的进行,电子温度越来越高,等离子体热

压强增大,𝛽增大,扭曲模增长率越来越大,等离子体不稳定性增强.例如,在参数

为𝑞0 = 0.8和𝛽𝑝 = 0.3时,归一化增长率的平方值𝛾2 𝜔𝐴
2⁄ = 1.376 × 10−5,等离子

体处于稳定状态.当𝛽𝑝 = 0.8和 1.3时,𝛾2 𝜔𝐴
2⁄ 分别为1.605 × 10−4和9.052 × 10−4,

等离子体处于弱不稳定状态,𝑚 = 1/𝑛 = 1内扭曲模占主导. 

如图 3 所示,当𝑞0 < 1且𝛽较高时,内扭曲不稳定性的发展很快,最终引起内

破裂,导致锯齿崩塌.在锯齿崩塌前,𝛽相对较高,锯齿崩塌后,由于能量向外输运,

热压强降低,𝛽值会减小,电流剖面变尖,引起𝑞0下降,当𝑞0降低到低于1后,(1,1)

内扭曲模又出现了.随着加热的进行,𝛽重新渐渐上升,放电向下一个内破裂循环

发展.当𝑞0 ≳ 1且𝛽不太高时,等离子体将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当𝛽增大到大于临界

值时,外扭曲模发展起来,外扭曲不稳定性导致等离子体进入不稳定状态,导致大

破裂,放电中止.只要不超过运行𝛽极限,一般就不会发生大破裂.但在𝑞0 < 1时,

随着𝑚 = 1/𝑛 = 1内扭曲不稳定性的发展,等离子体可能出现内破裂,引起锯齿

崩塌.锯齿崩塌伴随等离子体能量由内部向外部输运,电子温度和电子密度下降,

压强剖面拉平；芯部电流密度降低,电流密度剖面拉平,𝑞0上升.当𝑞0略大于 1

时,𝑚 = 1/𝑛 = 1内扭曲模被抑制. 

4.3 装置运行𝛽极限与ITER计划中的锯齿放电 

装置运行所能达到的最大𝛽值称为装置运行𝛽极限.在𝛽极低如𝛽𝑝 = 0.1时,不

管𝑞0大小为多少,等离子体都是绝对稳定的.当𝛽升高时,等离子体的稳定性与𝑞0

的大小有关.当𝑞0 < 1时, 𝑚 = 1/𝑛 = 1内扭曲不稳定性占主导,使得当𝛽𝑝 ≳ 0.3

时等离子体都是不稳定的,也即不存在严格的𝛽极限.但是,如果属于锯齿放电,

由于内破裂引起的锯齿崩塌后使𝑞0上升到略大于1,等离子体变得稳定,此时存在

𝛽极限.由于在每个锯齿周期中𝑞0在小于1和大于1之间振荡.𝑞0 < 1时内扭曲模占

主导,可以引起内破裂,出现锯齿崩塌,轴安全因子变为𝑞0 ≳ 1,等离子体进入稳

定状态,随后随着芯部加热,𝑞0又变为小于1,放电进入下一个锯齿周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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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𝑞0 < 1时放电不会中止,但𝑞0 > 1时,外扭曲模的发展却可能导致大破裂.因

此,锯齿放电的𝛽极限以𝑞0大于 1时的最大𝛽为运行𝛽极限. 

进一步的研究(图 6-8)表明,当𝑞0 > 1时,𝛽较大时有多 n扭曲模出现,但占主

导地位的是𝑛 = 1模.同时发现,在所有𝑞0（> 1）中,以𝑞0略大于1的𝛽极限最高,这

个极限被确定为装置运行𝛽.这时的𝑞0略大于 1 的𝛽极限,恰好对应着实验上的锯

齿放电𝛽极限.随𝑞0的继续增大,𝛽极限逐渐变小.由此推之,抛物线性电流剖面放

电以锯齿放电达到的𝛽极限为最高.这就体现了锯齿放电的优点.ITER 计划大多

数放电运行在锯齿放电参数区间,其中一个好处时锯齿崩塌有利于及时排出杂质,

并得到更高的聚变增益.锯齿放电可实现最大运行𝛽.同时,锯齿导致 L 模向 H 模

的转换时,在 H 模下可得到很高的运行𝛽,实现高𝛽放电[40]. 当然，在放电中需要

对锯齿进行调控，抑制大锯齿带来的坏处而保留频繁出现的小锯齿的好处。ITER

运行有三种主要模式—感应模式、混合模式和稳态运行模式.在感应模式（欧姆）

放电的电流爬升阶段往往会出现锯齿，混合模式中电子回旋电流驱动(ECCD)[41]

等也可触发锯齿振荡,中性束注入(NBI)加热[42]、低混杂波驱动(LHCD)[43]和电子

回旋共振加热(ECRH)[44]等辅助加热与驱动可以有效调控或抑制锯齿振荡.锯齿

可触发 L-H 转换，为进入高约束模(H 模)稳态运行创造条件.在稳态运行阶段,

一般采用共振磁扰动(RMP)主动调控结合等离子体参数优化等措施,实现锯齿

的稳定控制[33,34]. 

5 结论  

本文基于 HL-2A 实验数据,模拟扫描分析了不同𝑞0和不同𝛽𝑝时的 MHD 平衡及

其稳定性,研究了锯齿放电中的扭曲模演化,核实了有关锯齿放电的重要实验结

果,验证和发展了锯齿崩塌相关物理.结果表明, 1)对于圆截面等离子体,𝑞0略小

于1后,𝛽低,𝑞0越低增长率越小,可能是锯齿静止期间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平衡

位形；但对于偏滤器等离子体,在锯齿静止期间𝑞0略低于1.2) 𝑞0略大于1后,内扭

曲模稳定化,在𝛽𝑝中等或较大时,平衡都可以是稳定的,𝑞0越高增长率越大,𝑞0约

大于1时的平衡是一种可以达到最大运行𝛽的平衡位形.锯齿崩塌是由于𝑚 =

1/𝑛 = 1内扭曲模不稳定性的缓慢发展,引起内破裂（因为扰动局限于芯部𝑞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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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面内部, 故是内破裂）.即崩塌始于（1,1）模式的非线性增长.本文还探讨了

锯齿放电在装置运行𝛽极限预测中的意义和应用,讨论了基于孔栏位形放电和偏

滤器位形放电的𝑛 = 1扭曲𝛽极限随𝑞0的变化规律,反映了锯齿放电可以达到最高

的运行𝛽,在托卡马克实验中具有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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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wtooth discharge is an important discharge mode in tokamak experiments. Based on ohmic 
discharge experiments with a parabolic current profile in the HL-2A tokamak and employing the 
MHD equilibrium code EFIT and stability code GATO,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 of kink 
modes in toakamk sawtooth discharges by simulating and scanning the magnetohydrodynamic 
(MHD) equilibrium and stability at different axial safety factor (𝑞0) and poloidal beta (𝛽𝑝).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uring the sawtooth quiescent phase, the 𝑞0 of circular cross-section plasma 
typically ranges between 0.6 and 0.8, while the 𝑞0 of divertor plasma is slightly less than 1, and 
it relaxes to slightly above 1 when the sawtooth wave collapses. When 𝑞0 < 1, an 𝑚 = 1/𝑛 = 1 
internal kink mode appears in the plasma. If 𝛽𝑝 > 0.3 , the mode becomes unstable. As 𝛽𝑝 
increases, the instability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at higher 𝛽𝑝, the growth of kink instability leads 
to internal disruptions, triggering sawtooth collapse. Sawtooth discharges are in a dynamic process 
where the plasma oscillates between unstable (when 𝑞0 < 1 ) and stable (when 𝑞0 > 1 ) states 
during each sawtooth cycle. As long as the operational 𝛽 limit is not beyond, internal disruptions 
caused by kink instability do not lead to major disruptions. Whether the plasma disrupts or not 
depends on whether the kink mode continues to develop, so the operational 𝛽 limit is determined 
on the base of the kink mode 𝛽 limit when 𝑞0 ≳ 1. Compared to non-sawtooth discharges with 
𝑞0 ≫ 1, a relatively higher maximum operational 𝛽 can be achieved in sawtooth discharges. It was 
found that in discharge experiments with parabolic safety factor profiles, the operational 𝛽 limit of 
sawtooth discharges was high compared to non-sawtooth discharges. We explained the internal 
disruptions and sawtooth collap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of kink modes according to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The analysis highlighted the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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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wtooth discharges in predicting the operational 𝛽  limits of the device, demonstrating that 
sawtooth discharges are one of the ideal operational modes for modern tokamaks, including ITER. 

Key words: sawtooth discharge; safety factor; kink mode; internal disruptions; operational 𝛽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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